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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方主義與中國女性想像：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 
蘇穎瑤 
 
 
（圖片來源：https://filmgrab.files.wordpress.com/2013/02/2345.jpg） 
 
中國第五代導演張藝謀於一九九一年拍攝電影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（Raise the Red 
Lantern）1，於國際電影節獲得多個最佳外語片的獎項。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改編
自中國當代文學作家蘇童的小說《妻妾成群》（Wives and Concubines）2。不論文
學小說或電影文本，蘇童和張藝謀均呈現中國女性形象在封建禮教和父權主義下
的多元性和複雜性。 
 
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的時代背景是中國軍閥割據至國共內戰期間，十九歲的頌蓮
在唸讀大學期間，因父親逝世及家道中落而被逼停學。後來，頌蓮被其繼母強迫
嫁進陳氏家族作為四姨太。在封閉深鎖的陳氏家族中，點燈、點菜、捶腳和封燈
代表地位和權力象徵；頌蓮與大姨太毓如、二姨太卓雲和三姨太梅珊不斷明爭暗
鬥，從而爭取丈夫陳老爺的寵愛和關注。 
 
中國女性形象一直是爭議性的議題，本論文以東方主義的理論，說明和反思《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張藝謀(1991 年)，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。香港：年代國際有限公司。 
2蘇童(1978 年)，《妻妾成群》。台北：遠流有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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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燈籠高高掛》的中國女性想像。本論文將分為四大部份，第一，說明東方主義
和中國女性想像的定義；第二，分析文學小說至電影文本的中國女性想像轉變；
第三，探討電影是否滿足西方市場的消費欲望，從而反思電影如何諷刺中國的政
治制度；第四，探索電影塑造中國女性形象的複雜性。 
 
（壹）定義：「東方主義」和中國女性想像 
美國學者愛德華•薩伊德（Edward Said）於其著作《東方主義》提出「東方主義」
（Orientalism）的理論3，指出西方學者、藝術家和作家均以西方的知識文化、語
言及政治和經濟政策，從而描繪東方、近東、中東和遠東的社會文化。因此，西
方將東方視為「他者」（The Other）、「敵視化」（The Xenophobic）和「異域化」（The 
Xenophilic）的地方，形容東方是充滿野蠻、威脅性和異域風情的想像空間。雖
然薩伊德清晰地指出東方主義的重要性和啟發性，但是在全球化的脈絡下，東西
文化的界線日漸模糊，可見其理論仍有局限性。 
 
有見及此，日本學者岩淵功一提出「自我東方主義」（Self-Orientalism），補足薩
伊德的理論。在〈共犯的異國情調──日本與它的他者〉4中，岩淵功一指出於
二戰結束後，日本政治和經濟在受到美國的援助下進入高速現代化時期。在全球
化和資本主義的脈絡下，日本政黨和財閥借助美國對日本的東方論述，從而自我
建構和維持「日本特性」。但是，岩淵功一指出日本並非被動地使用其論述；相
反，政黨和財閥主動地透過「自我東方主義」的理論，從而建構日本人特性，目
的是鞏固政權統治，並將其利益極大化，從中鎮壓異見領袖和聲音。因此，「自
我東方主義」正說明東方國家如何借助「東方主義」的論述，從而達到其特定目
的和效果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愛德華•薩依德著（王志弘譯）（1999 年），《東方主義=Orientalism》。台北：立緖文化。 
4岩淵功一（1998 年），〈共犯的異國情調──日本和它的他者〉，載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文化／
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編：《解殖與民族主義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），頁 194-19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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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在東方主義的論述下，中國女性想像的評論和批評未曾中斷。在西方
文化中，中國女性的刻板形象如下： 
一）中國封建禮教和父權制度腐敗守舊，不斷壓迫和剝削中國女性； 
二）中國女性只是生育機械，逆來順受； 
三）中國女性沒有自主性，必須依賴父權社會才能生存； 
四）儘管中國女性嘗試反抗守舊的婚姻制度，最終也是失敗收場； 
五）盼望中國女性能擺脫父權制度，重新創造和發掘其自主權力。 
 
在西方的資本市場中，電影、畫作和消費品將中國女性形象簡單和單一化，誤解
了中國傳統女性歷史和心理狀況。西方更認為其文明和政策是唯一解放者，有著
拯救中國女性的使命和責任。但是，其中國女性想像只是滿足西方的帝國主義政
策和心理，並不足以說明中國女性形象。儘管東方主義下中國女性想像是充滿暴
力和不公平，但這為研究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提供清晰的背景和方向。 
 
（貳）中國女性想像的轉變：從《妻妾成群》至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 
《妻妾成群》和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分別出版於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九一年，其作
品均藉著中國女性想像，從而隱喻或諷刺中國政治環境。在《妻妾成群》中，一
九七八年中國正值文化大革命結束和四人幫倒台。雖然文革領導者毛澤東早於一
九七六年逝世，但是其形象和勢力並沒有消失，中國甚至數度出現「毛澤東熱」，
足見毛澤東影響深遠。蘇童筆下的陳氏家族男主人陳佐千樣貌和性格鮮明，不但
暗喻封建家庭的掌權者，而且象徵毛澤東的勢力未曾消失。此外，陳佐千的四位
姨太太正象徵四人幫，他們在文革期間一直幫助和鞏固毛澤東的權力。 
 
在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中，一九九一年中國正處於經濟改革中段和國內學生運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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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束，張藝謀透過電影諷刺中國執政者和政策。在電影中，頌蓮嫁進「陳氏家族」
而非陳佐千的四姨太，電影從未說明陳佐千的名字。此外，「陳老爺」的樣貌未
曾出現，觀眾只能觀察其墨黑色的背影和側面，聽其低沉的聲音，這象徵了中國
政府的專制統治和朦朧性。 
 
其次，蘇童筆下的頌蓮外表嬌小含蓄和短髮及肩，處事雖猶豫不決，不敢殺害他
人，但為了得陳佐千的寵愛，仍主動地參與姨太太們的爭寵競爭。但是，電影中
的頌蓮由高大豪爽的鞏俐飾演，頌蓮變成貪婪和狠毒的四姨太，最後因失寵而將
其憤怒轉移至奴婢雁兒身上，直接促成雁兒之死，更將殺害一事視為女性權力的
象徵。由此可見，從文學小說至電影文本中，中國女性想像已出現轉變，張藝謀
鏡頭下的中國女性形象充滿複雜性和張力，本文將於第四部份會加以分析。 
 
另外，象徵物的轉變更成為電影標誌性的意象。在文學小說中，其象徵物為井。
井的形狀為圓圈，有循環和生生不息的意思，象徵中國女性的開始、成長和死亡
亦是由男主人陳佐千控制。其後，梅珊死於井中，頌蓮坐在井邊成為瘋子，可見
蘇童筆下的女性是絕望和沒有反抗性。 
 
在電影中，井並不存在，取而代之是以大紅燈籠為意象。表面上，燈籠和點燈遊
戲控制中國女性的命運。四位姨太太視點燈為恩寵和權力的象徵，視封燈為失寵
和不幸，張藝謀鏡頭下的中國女性雖有成長但未見醒覺。更重要的是，燈籠的顏
色是紅色，紅色在中國社會不僅代表吉祥和喜慶的意思，更象徵中國共產黨執政
的絕對權力；其大紅燈籠更高高掛在陳氏家族的每一個角落，反映其統治和控制
的權力。 
 
由此可見，蘇童筆下的中國女性深深地被父權社會捆綁，從來沒有成長和反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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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。在張藝謀電影下，中國女性嘗試成長和反抗，卻換來失敗、死亡和瘋癲的
下場。但是，以上中國女性想像均離不開以東方主義的論述，同樣是以西方價值
為基礎分析中國女性想像。因此，東方主義加強西方對中國女性形象的建構和想
像。 
 
（參）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：滿足西方市場的電影？ 
在東方主義下，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的中國女性想像滿足西方消費市場的需求和
欲望。電影中的四位姨太太為得到陳老爺的寵愛和關注，各施其謀。雖然頌蓮曾
就讀大學和是一名知識份子，但最終亦成為了陳氏家族爭權的一員；電影描繪頌
蓮被封建禮教和權力吸引，最後亦不能擺脫父權主義的控制。電影重覆展示中國
女性在父權社會下的悲哀，沒有自主和獨立能力。 
 
作為中國第五代導演，張藝謀深明以上的中國女性形象必定受到西方市場的歡迎
和愛戴，但是為何他仍繼續拍攝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和滿足西方市場？在自我東
方主義下，西方對中國女性的論述，正給予和支持中國導演的發揮空間。張藝謀
巧妙地使用西方對中國女性的想像，然後融入於其電影之中，最後藉著其論述表
達對中國政治的不滿。因此，讀者必須正面承認和面對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充滿
商業決定、滿足西方市場和消費主義的事實，這才能真正反思張藝謀藉著其中國
女性想像，目的在於諷刺中國政府的專制統治和官僚主義。 
 
首先，電影諷刺政府的專制統治。一九八零至一九九零年代，中國高舉「中國特
色社會主義」，政府提倡改革、經濟開放、和諧、進步和文明。但是，張藝謀藉
著擁有絕對權力的陳老爺，不但反映政府仍以男性統治者為主導，而且諷刺政府
仍然操縱社會和人民。另外，大紅燈籠遍佈陳氏家族每一個角落中，點燈和封燈
全由掌權者決定，這不但象徵政府權力高高掛於社會和文化中，而且人民的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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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受政府所監管。 
 
其次，電影諷刺政府從上至下的官僚體制。電影的背景局限於封閉的陳氏宅院內，
電影沒有正面顯示陳老爺的樣貌，但巧妙之處是以俯視的角度呈現掌權者的無處
不在和高高在上的地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國政府贊同電影所呈現的官僚架構，
視由上至下的政治運作模式為理所當然的；但是，中國政府反對電影播映或海外
銷售，更不滿電影反映政府的監控力量。 
 
接著，電影反諷中國政府處理學生運動「六四事件」和「八九學運」的手法。在
一九八九年，中國大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起示威運動，要求政府處理通貨膨
脹、官員貪腐和失業問題等等；事件隨後引發國內大規模抗議運動。經過一連串
抗議活動後，中國政府高層決定實施戒嚴，並派出解放軍以武力控制天安門廣場。
在電影開初和結束，頌蓮穿著大學生的制服在陳氏家族來回步行，正是象徵學生
運動的參與者。最後，頌蓮高呼十七聲「殺人」和「你們殺人」，卻換來陳老爺
指責「胡說八道」，這清晰地指控中國政府武力鎮壓一事，並諷刺政權不願正面
回應學生運動的聲音。 
 
由此可見，雖然電影呈現的中國女性形象的確滿足西方市場的需要，但是電影並
非被動地呈現中國女性想像。相反，電影透過描繪中國女性形象，從而表達對政
權的專制、監控無所不在和封閉性。 
 
（肆）中國女性想像：內部複雜性 
「細節並非是美學上的技術性問題，而是一些瑣瑣碎碎、不相連貫
的矛盾衝突，這些矛盾衝突是歷史的產物，然而在認識論上卻不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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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認。」（周蕾，2001：228 頁）5 
 
在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中，很多被忽略的細節和瑣瑣碎碎的對白正呈現中國女性
形象的內部複雜性。首先，大姨太毓如象徵封建制度的忠實守護者。毓如年紀老
邁，常常在房間誦經念佛，表面上不參與姨太太們的爭寵遊戲。但當陳老爺進城
工作時，便安排各位太太吃飯；四位姨太太們聚集後， 毓如一聲令下「吃吧」，
其他三位太太才敢吃飯。由此可見，張藝謀巧妙地批評毓如是父權主義的捍衛者。
在陳老爺缺席期間，毓如便成為封建制度的代理人，其大姨太的地位和權力不能
動搖。 
 
然後，二姨太卓雲顛覆了中國女性婦德的形象。表面上，卓雲善解人意、細心處
理家庭事務、忠於陳老爺的愛情和幫助頌蓮。實際上，她善於攻於心計、阿諛奉
承和挑撥離間，靠著不同手段維持自己的利益。最後，卓雲直接促成梅珊之死和
頌蓮之瘋，成為競爭中的勝利者，成功地顛覆中國傳統女性美德的形象。 
 
接著，三姨太梅珊象徵封建體制的潛在反抗者。表面上，梅珊繼承中國傳統戲曲，
擁有美貌和高超的唱戲技巧，是內外兼備的中國女性。實際上，梅珊深明做戲「做
得不好只能騙自己」的道理，她明白點燈遊戲的壓迫性，自己亦不能逃避其封建
制度。但是，她選擇與高醫生發生婚外情，反映她忠於自己情感，不甘於受父權
制度壓迫而犧牲自己的自由。更重要的是，電影呈現大紅燈籠的監控無處不在，
但梅珊偷情一事反映政治制度的漏洞。儘管梅珊因卓雲告密而死，但其不屈和忠
於自己的形象直接促成頌蓮的醒覺，展示中國女性的潛在反抗力量。 
 
作為大學生和知識份子，頌蓮起初抗拒其婚姻制度，甚至拒絕跪拜陳氏家族的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周蕾（孫紹誼譯）（2001 年），《原初的激情：視覺、性慾、民族誌與中國電影》。台北市：遠流
出版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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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，是封建制度的反抗者。隨著點燈遊戲映照頌蓮的臉頰，她假裝懷孕和毒殺婢
女雁兒，積極地參與姨太太們的權力遊戲，徹底地成為制度的捍衛者和繼承者。
後來，頌蓮因被揭發假裝懷孕而遭受滅燈，並與梅珊感慨人生的變幻無常和痛
苦。 
 
其後，梅珊之死令頌蓮徹底地醒覺。頌蓮親眼看著梅珊被活埋後，她不斷指責陳
氏家族的成員是「殺人」的行為。在專制統治中，她是唯一敢於指責和控訴封建
禮教的腐敗的女性。表面上，頌蓮被封建制度壓迫而變成了瘋子，但她才是真正
擺脫陳氏家族控制的唯一清醒者。 
 
綜觀以上分析，電影並非將中國女性想像單一化。實際上，透過電影中被遺忘的
細節，可重新探究中國女性想像的內部複雜性。四位姨太太分別象徵中國不同女
性形象，分別是封建制度的代理人、女性婦德的顛覆者、潛在反抗者和唯一解脫
者。 
 
反思和總結 
在文學小說的結末，陳佐千迎娶五姨太文竹入門。電影末，陳氏家族再次舉辦婚
姻喜事，陳老爺亦娶了五姨太。此結局並非能簡單解讀為封建主義的循環，中國
女性仍然是受欺壓的一群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電影結末並沒有交代五姨太的名字，
這顯示導演給予讀者無限的想像空間，讓中國女性繼續自我成長。第五位姨太太
象徵中國女性形象仍然處於變化和不確定的階段，這賦予其他新晉中國導演和讀
者們的審閱空間，持續地對中國女性想像進行反省和批判。 
 
總括而言，本文以東方主義的理論和發展，從而反思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的中國
女性想像。本文分為四大部份，第一，說明了東方主義和中國女性想像的定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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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分析文學小說至電影文本的中國女性想像轉變；第三，反思電影如何諷刺
中國的政治制度；第四，探討電影的中國女性形象的複雜性。 
 
在東方主義的影響下，西方市場對中國女性想像往往單一化，但為中國導演提供
靈感和成為編劇創作來源。直至現今，中國女性想像仍是具爭議性的話題，不同
導演透過電影塑造不同的中國女性形象，中國女性想像並不是僵化不變，而是持
續地轉變。因此，當讀者分析中國女性想像時，必須仔細留意電影的社會脈絡和
被忽略的細節，才能反思中國女性形象的複雜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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